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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刘 京 希

摘　要: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

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

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

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

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

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

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

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

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

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

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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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化实践进程,在逐步接近既定目标的

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不期遭遇发展瓶颈.因此,国际社会对于

“中国道路”的观察和判断,一时间毁誉不一.在此背景下,“中国道路”亟需本源性文化资源的理念

支撑,以求得新的结构性平衡;同时,作为对“中国道路”的呼应,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的提出和阐发,也依赖本土固有思想资源的价值支持,以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我们独特的贡

献.于是,基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理念资源的发掘欲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

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

跨时空交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进而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理念发生

激烈碰撞.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逆变,英美民粹主义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

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思想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甚而至于,传统儒学思想成为了映

照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烛光.
只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与在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

主义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对话,以检视其时代性成色.“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想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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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①.而贤能政治与民

主政治的比较,已经渐成学术市场对话的焦点.这场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的思想资

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实在是因时而生.
立足于此一思想文化背景,２０１７年季春时节,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文史哲»杂志

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期冀为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提供思想平台.会议的主要论题包括:一、中国贤能政

治传统的历史生成与价值重估;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比较;三、贤能政治是否可以作为衡

量现代政治的标准,其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四、在现时代,可否构建起民主政治和贤能政

治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此一论坛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在于论题本身强烈的时代性、
聚焦性和视觉冲击力,更在于“贤能政治”理论主张的倡导者、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先生躬自

莅临,使得研讨与论争更加具有现场感和针对性.
本述评的展开,即以此次论坛的相关研讨为中心,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力图以之为切入点和立足

点,放开视界,对学术市场近期发生的有关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话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总括与

评论,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关贤能政治论争及其思想背景的全景式扫描.

一、贝淡宁:“贤能政治”的推崇者及其思想逻辑

改革开放以迄２１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好奇,人
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一探其背后的根由,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与之相

映成趣,缘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欧美政治发展近期突发异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西
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正当性遭遇空前危机.

当此关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英文版于２０１５年出版,中文版也迅即于２０１６年面世.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

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的表现更好;由传统政治文化而来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民主制

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地规避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的缺陷.此论一出,在
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显然,贤能政治在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加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着力于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②拉回来,片面注目于生产力的发

展和经济总量的膨胀,相对忽视了以公平正义为法则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调整,随后逐渐显露出的

社会阶层差距的日益极化以及权力腐败的多发,无疑给中国政治治理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

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主张遭遇大面积质疑的现实性因由.
那么,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潜含怎样的思想逻辑,以致引发如此大面

积的关注和论争,并因此在沉寂已久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出现“贝淡宁现象”?
按照贝淡宁先生的理解,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

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

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③.故而,“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

制度,挑选能力超过社会全体民众的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④.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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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儒学复兴: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日.
“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

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加]贝淡宁:«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儒家邮报»第１８７期(２０１２年９月).



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

领袖的机制.接下来,贝淡宁先生所给定的贤能政治设计的具体制度机制或者模式是怎样的呢?
(１)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２)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

平模式;(３)将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当然,对于贝淡宁先生的贤能政治主张而言,这三种尚贤模式并非共时性存在,而是一个经历了

否定之否定的、前后相继的探索比较和确立过程.比较三种尚贤模式,在贝淡宁先生看来,第一种具

备哲学优势,但政治上行不通;第二种虽然曾为其所坚定捍卫二十年,但这个模式与中国当前的政治

现实相距过于遥远;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更具现实可行性.而第三种模式的关键部分,不在于地方

层面的民主,而在于中央政府层面的尚贤.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领袖需要作出考虑相关各方长远利

益的决策,包括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①,关涉全局,因而这是贤能政治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应该在下层实行民主,而中央政府层面尚贤? 在贝淡宁看来,因为下层都是规模比较小

的社群,比如一个村、一个街道等等,老百姓可以完全感知到一个领导的能力及其道德素养.但如果

是高层领导人,老百姓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能力和道德,所以需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拔领导.问

题主要是中间层应该怎么选举.中国那么大,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也要考虑用不同

的方法,因此需要进行试验.通过试点,寻求适宜的方式方法,然后推广开来.
如此,就必然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 俞可平曾经写过

一本书,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②,它是实现善治与政治正义的出发点.贝淡宁则认为,比起存在“多
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③的选举民主,“贤能政治是个好

东西”④,它能够选拔出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并使其有权在影响政治共同体的广泛议题

上作出决策.即是说,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政治文化的大国而

言,在选举民主制之外还有道德上可取和政治上可行的其他选择,它能够帮助纠正选举民主制的重

大缺陷.“民主和贤能政治不一定有冲突,唯一的冲突是,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来选拔高层领

导.如果用一人一票的制度选择高层领导的话,可能会破坏贤能政治的优点.”⑤在贝淡宁先生看来,
以选举民主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已经深陷“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

义者暴政”四大困境而不能自拔,因此,贤能政治主张的提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民主政治实践

在西方的失败,和贤能政治实践在中国的久远的历史传统.贤能政治的“温和的”理论目标,是将一

人一票形式的选举理想“拉下神坛”.因为,按照广泛认可的好政府的标准来衡量,选举民主不一定

比政治尚贤制表现更好.
贤能政治主张不乏支持者和认同者.比如张维为早就对两种政治模式即“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

式”和“迷信选票的模式”作出了比较,认为在二者的竞争之中,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因

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

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

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⑥.再比如白彤东试图按照孟子的想法,讨论建构一个儒家理想政体

的方案,以便更好地解决民主的问题.他将这个理想政体称为“孔氏中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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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宋冰审校,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５４页.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９页.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３５页.
贝淡宁在«文史哲»杂志第六次人文高端论坛“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上的主旨发言.
张维为:«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求是»２０１２年第２３期.
白彤东:«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但是,如何解决这一制度设计一直以来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缺陷———它既不能自足自

洽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亦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

度性监督与制约也即对于权力的限制这一根本性难题,对于贤能政治主张者来说,确乎是一个始终

如影随形地存在的重大困扰.
总括起来,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或者理路,一方面,贤能政治作为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的

政治文化与实践模式,经过时代性改良,赋予其时代性内涵,完全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反动,以规避

民主制的弊端,为人类政治实践探寻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贤能政治自身所天生带有的一些制度

性弊端,尤其是高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即政治(程序)合法性问题,依靠贤能政治理论自身,无法给出

自洽而完满的解答.因此,需要借力于民主政治的“钥匙”.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任何理论皆非纯而

又纯,无不需要其他理论资源的支持.问题是,这对于一心一意要把民主政治“拉下神坛”的贝淡宁

先生来说,似乎有些情非所愿,甚至自相矛盾.“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

要就此展开一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

用于稳固这一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失去用武之地.”①正如黄玉顺先生所尖锐指出的:贝淡宁

居然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反对选举民主的公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层尚贤制的合法性问

题,自以为“选票将为确保政治尚贤制的长久存在提供充足的民主合法性”②.且不说这种全民公决

是否会被接受,吊诡的是,贝淡宁所寻求的最终倚赖还是民主制,以此为“尚贤制”提供根本保障③.

二、儒家理想和追求:贤能政治的历史基础

那么,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思想资源或历史基础由何而来呢? 显然,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一
书所给予我们强烈的思想冲击,主要并非来自其尚贤制的政治主张,而是该主张背后所充斥的浓郁

的儒家思想和理想追求.
身为政治学者的贝淡宁,并非是一位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者.贝淡宁于１９９１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哲学系,毕业论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题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翌后,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任教期间,主要也是讲授社群主义.１９９６年,贝淡宁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即将回归中国的

香港,无疑为其提供了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机会,而且他也开始接触到儒家学说,并以文化比较为视角

观察中西政治现象.而清华大学发出的任职邀请,给了贝淡宁深入中国内地,近距离研究儒学的大

好时机④.可以说,正是儒家思想给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资源.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

治制度,在他的认知里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可遇不可求的是,中国现实政治实践恰好又为其提

供了零距离观察贤能政治的绝好模板.当然,同时也为他揭橥与申明其贤能政治理想及相应的理论

主张,提供了活生生的依据.
可以这样认为,在接触儒家学说之前,贝淡宁是一个带有社群主义取向的精英主义者.显然,其

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作出此种推测所需要的足够的思想资源.比如,贝淡宁十

分欣赏古希腊先哲柏拉图的“哲学王”式治国主张.“在柏拉图看来,‘多数’统治意味着头脑简单的

公民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动情的论述所左右,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比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

死亡判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为少数道德专家统治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正如一艘大船应该由训

练有素的能干的水手掌舵一样,政治共同体的领导人也应该是哲学上受过训练的人,他知道如何以

４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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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刘旭爽译,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
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５６ １５９页.
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一个在中央党校开讲座的外国学者”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



公正的方式管理国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因为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功利而非善良,
公民应该是指那些有美德和能力的人;因此,公民身份应该仅限于那些拥有足够自由时间来寻求良

好生活的精英.”①而贝淡宁带有社群主义取向的精英主义价值观,恰好又与儒家政治思想有着天然

的内在耦合性,可谓同气相投.这为其迅速靠拢儒家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通道.正如李明辉先

生所指出:“传统儒学在伦理学的基础与自我观方面与自由主义有可以接榫之处,而在个人与群体的

关系及对传统的态度方面又与社群主义同调.儒家‘内在超越’的思想特色为自由主义与社群

主义之争论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化解之道.”②虽然,在贝淡宁看来,很多思考是立足于传统,“从中国历

史文化中来的,而不是从西方来的”③.
当然,即使是西方文化,也非自由主义一家独大.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同样是西方文化的多元

组成部分.只是,社群主义来源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或纠偏.社群主义者认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唯

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换言之,分析个人首先必须分

析其所在的社群与社群关系.同时,社群主义者断言: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对善具有优先性;反
之,善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④.需要予以明晰的是,此种把个人置于群体与集体之中、把善置于崇

高地位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皆是以民主自由为一般前提,强调社群利益,但并不因此湮没个体自

由.所以它并非儒家思想的同道,而是带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至善”思想的基因,不过它在某些方

面,确实又与儒家思想“意外”会通.
与社群主义相比较,儒家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从来不看重和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个体的

权利及自由;相反,它总是以血缘伦理为纽带、以家庭和扩大化的家庭———家族为架构,进而把这种

亲情伦理放大、延展至族群与国家,最终把整个“天下”捏合为一个扩展开的“大家庭”⑤.在此大家庭

之中,不同层级的共同体的意志统摄所有个体的意志与行为,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在共

同体内部,“每一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是根据他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地位和等级而被规定的,在共

同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每个人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共同体把人固定在皇帝、达官、
贵人、布衣、君子、小人等等级上,把人限制在父子、兄弟、君臣、夫妇等角色上,除了每一个人在共同

体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之外,他就没有其他的生活内容证明其‘存在’.他在人身上依

附他人,按照‘共同体’所要求的‘人伦’,根据自身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地位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他既没

有属于个人的天地,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生活,个人作为主体的维度被禁锢,得不到自由的发展”⑥.因

此,在共同体意志面前,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权利即被消弭于无形.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本质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崇

尚等级统治的“官场教育学”,讲求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为政以德,德行互补.就传统政治儒学而

言,它所倡导的,即是贤能政治.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即是此种愚

民政治文化的典型说教,其目的在于“治人”而不是“使人知”.此种政治文化,以精英主义为其内核,
以等级控制为其架构,灌输的是“全员官本位”意识.因而,它在本质上相异于开启与发扬民智,尤其

是以个体权利为本的现代民主政治.它不是千方百计地开发社会个体的自主自立之心,使其成为可

谓之“人”者,而是通过“官本位”教育,刻意固化百姓的人身依附之心.久而久之,所营造出的是唯诺

５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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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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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０页.
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１页.
宋晨希采写:«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并不能为中国“辩护”»,搜狐文化,http://www．sohu．com/a/１１５３２９６５５_４５８１９１．
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页.
与之相反,古希腊文明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社会维系与组织方式,在抢占海外市场的殖民活动中,遭

受断裂,被人为建构的城邦政治与法治体系所取代,走出一条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主权在民”的政治文明演进之路.参见陈炎:
«文明与文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９ ７０页;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贺来:«“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阿谀有余、独立自由无存的社会心理结构,造成国民个体独立思考与决断能力的严重匮乏.站在今

人的角度看,儒家政治文化所欲塑造的,乃“唯上是听”的仆从,而非拥有主体人格的公民.即使是孔

子本人,作为一位“国师”,其入朝廷大门尚且惴惴然恐不当上意:“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

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国人惯常

自夸“具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每当听闻此种说法,窃常有汗颜之感、忧戚之心.我们

当然可以把这种国民性格视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反过来看,内中是否有逆来顺受、低眉

顺眼、安分守己的奴性成分? 如黄仁宇所形容,国人“懒惰而无气息”①;更如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猛

烈批判: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梁漱溟先生

认为此等“忍耐”之国民性,乃是国人从大家庭生活中学来.在笔者看来并不尽然,大家庭生活固为

一源,以儒家思想为渊薮的政治制度对于人性的长久压制与戕害,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制度性原由.
此等祈求“明主”与威权的国民性格,历经数千年儒家等级思想之灌输,早已沉淀为国民的基因性深

层心理结构,而这种普遍性国民心理结构,又恰好为专制统治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所以说,近现代

以来思想界对于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首先是从解除儒家等级制思想桎梏、瓦解“群氓”式国民性土

壤、塑造主体性公民人格开始的.
回过头来看,贝淡宁是一个深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学者.２０１２年７月,他和儒家学者蒋庆联合

在«纽约时报»发表«儒家宪政宣言»,引发广泛关注.在“儒家宪政宣言”中,贝、蒋二人提出,民主在

实践当中也有缺陷.他们提出另外一种模式,即设立“通儒院(代表天)、国体院(代表地)和庶民院

(代表人)”三院,共同施行“仁政”.虽然,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贝氏说自己已经部分

改变了主张,但其贤能政治主张的儒家思想与文化基础,已然显露无疑.比如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生

活中,更应该强调礼,尤其是等级关系.不管什么社会,都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平等.问题是什么

是合理的等级,什么是不合理的等级.这方面儒家愿意承认,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愿意讨论这些

问题②.
其实,关于儒家资源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结合,现当代新儒家有共同的趣尚.在现当代新儒家中,

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取向,有政治自由主义的,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也有社会民主主

义的,如熊十力、梁漱溟等③.
确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正如

方朝晖的看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心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

的关系、政治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权力和权威的运作,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必须予以充分

考量的④.只是,具体到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而言,缘于个人的因缘际会,它成为集西方社群主义、
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文化资源于一身的奇妙杂糅.

对比儒家的贤能政治理想,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准确地说,可称之为“新贤能政治”.它试图探

索一条将现代民主制与尚贤制结合起来的理论路径,因而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尚贤制.实则,贝淡

宁的贤能政治之“新”,只是相比传统政治儒学而言;而与现代新儒学比较,在理念上并无多少新意可

言.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

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现代思想(如
“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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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５页.
鞠靖:«贝淡宁:“需要民主,也需要‘贤能政治’”»,«南方周末»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郭齐勇:«论牟宗三的“三统并建”说»,«孔子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方朝晖在«文史哲»杂志第六次人文高端论坛“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上的发言.



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①.只是,万变不离其宗,新旧两种尚贤制又有其

共同的思想基因,那就是儒家思想“德治”为先的政治哲学,所谓举贤任能,贤德是基础,是前提.暂

且抛开德治的弊端不说,新旧贤能政治这个“德”字,并非建立在众生平等的正义理念的基础之上,为
众生所平等地“分有”,而是“德有差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小人

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②.这里,通过一个“德”字,在“君子”与“小人”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

挖出一条无法逾越的等级制思想鸿沟,从而,通过“贤德”的差等化说教,在思想领域完成了德性对于

等级式权力的正当性乔装.正如乔里特尔所引称:“贤能政治是个既不准确又有危害性的描述,使
用这个词宣称明显不实的说法,不过是为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辩护而已.”③

如果说,儒学是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官学”,那么,传统贤能政治就是确

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保育式政体”④.而作为传统贤能政治之变种的新贤能政治主张,则罔顾

现时代多样态的异质性社会取同质性的小农社会而代之,公民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欲求已呈多

样化的社会事实,仍然固守以传统等级制治理形式为主干的政治运行方式,就离开时代精神太远了.

三、道德精英主义:贤能政治的本质

一般而言,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方法,其最极端的形式认为社会总是处于少数人

(精英)的统治之下,是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⑤.若稍加细化即会

发现,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精英主义又有不同的制度理念基础,因而便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集权下的精英主义,显然大不同于民主体制下的精英主义.在集权或贵族等级体制下,个体精英总

体上是靠出身、血统、门第上位,是典型的世袭制.在民主体制下,应无精英主义赖以产生的适宜土

壤.但现实的一种状况是,由于体制的某种异化,表面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是根据一个人世袭的

家庭背景,而是根据他的“贤能”,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由于人们家庭出生、成长环境的不同,
成为“精英”的条件和机会也不同,其实际结果是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世袭制.

贤能政治的主张者,基于精英主义的观念立场,在理论上将对权力的占有及行使,与人的某种特

殊品格与德行联系起来,因之更加倾向于把政治权力让渡于拥有优良品德和智识的人,也即所谓贤

能之士.即是说,与民主政治将公民权作为公民践行政治权利的唯一门槛不同的是,贤能政治先验

地划定一个有关贤能之才的等级式的精英主义圈子,将普罗大众区隔在外.不过,由于贤能政治的

主张更加注重贤能之士的个人品德修养,贤能之间,以贤为先;更加注重君子小人之辨,“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因此,此种精英主义又带有鲜明的德性特征,可称之为道德精英主义⑥.道德精英主义,
实乃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本质特征:“我主张庞大的、和平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尚贤制国家的

高级政治领袖需要在智识能力、社交能力和美德方面都很出色.但是,请注意政治领袖不一定是任

何维度上的最杰出者.让政治领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应该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平均水平之

上.虽然这么说,这些品质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一定程度的美德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了为公众服务

的意愿,政治领袖可能将其智识能力和社交技能用于灾难性的目的.”⑦

７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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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６５ ２６６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八«宣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６１６页.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闾小波:«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３页.
所谓“道德精英主义”,有论者作如下界定:主张由道德高尚的少数人去治理国家,而且唯有他们才有资格治理国家,设计和

安排社会秩序,最终建立理想社会.参见齐子萍、孙晓亮:«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

第１期.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９１页.



贤能政治对于公职人员的道德人格要求极为严格,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严苛程度,好比是

患了人格“洁癖症”;而且,要求当政者在人格上自我完善、自我修持.但以此苛刻的标准去搜罗“贤
能”,只怕是大海捞针.况且,当下的社会环境已非古时,远为复杂多样.从政者所面对的,是充满各

色诱惑的纷繁世界,这无疑对其人格修养提出了更高的主观要求.但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

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人们的自我人格塑造和修为,反而不及古时,此时所迫切需要加强的,无
疑是制度性外部约束.在此背景下一味倡导以人格自我修持为内核的贤能政治,其道德基础何在?
客观合理性何在? 退一步讲,即使“德行”可以衡量,但通过现今流行的类科举制的考试,又如何能够

考察出一个人的品德? 正如论者所谓:科举选能不选贤.如果你要肯定科举,你最多也只能说它是

“唯能政治”.“尤其是八股文,的确能挑出聪明人,傻瓜是作不了八股文的.至于八股文的知识有没

有用我觉得是次要的,但是八股文作得好的人肯定是聪明人,至于是不是贤良,不知道.”①科举或者

考试,不过是考察候选者的技术性能力的一种单调的方式.至于德行,在封闭的考场里,由几个考官

决定考生命运的考试方式是万万“考”不出来的.考试只能考察候选者可以外显的技能,出于功利性

考量,考生对其真实的内心世界会选择隐而不露,甚或极力遮蔽.如此结果的出现,是人性的必然,
不必因此大惊小怪.人性的“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决定了一个人断然不可能当众承认自己

未被发现的致命弱点,这为人性所注定.
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把民主视作一种考试形式的时候,会是何种场景和结果呢? 比起科举考

试和公务员考试的考录形式,它是不是更为开放呢? 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在“民主的考场”,考
生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处于封闭考试环境中的几个考官,而是千百万手握政治权利的公民考官;公
民所重点考察的,也不仅仅是候选者的外显技能,更是其作为公众人物所应具备的贤德素养,而这是

候选者有心却无力加以掩饰的.在漫长的公开考选过程中,候选人无所遁形,其过往的任何涉公污

点,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选民和媒体扒出来,从而致使候选者面临出局的命运.如

此看来,两种考试方式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贝淡宁新贤能政治主张的精英主义,究竟建基于何种制度基础之上呢? 新贤能政治主张

者总是试图把选贤任能与民主制的某些可取因素予以糅合———如基层政府实行民主选举———以期

形成某种混合性的理想体制.但这一构想遭到了黄玉顺先生的尖锐诘问: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或

精英政治,实质上是从中国古代儒家那里引出中国现实的尚贤制,这种政治精英往往与民粹主义搅

在一起.究其缘由,民粹主义往往具有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权威”情结,即对于作为精英的魅力领

袖的崇拜.民粹主义其实根本不是任何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所以它可以和任何主义结合.当

其与自由主义结合时,它会倾向于民主.当其与国家主义结合时,它会倾向于另外的东西.而贝淡

宁所谓贤能政治显然属于后者,即与民粹主义结合的精英②.
对于贤能政治的精英主义本质,秦晖先生有别出心裁的识见.他认为,贤能政治的本质其实就

是“贵族政治”.“贤能政治”在西方最恰当的翻译就是“贵族政治”.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政治,其实

没有血缘的含义,真正的含义是“优秀的人的治理”.就此而言,“贤能政治”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概

念,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都声称他要找好人和聪明人来执政,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希特勒在内说他专

挑坏人和蠢人来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把贤能政治当作一种目的来看的话,所有的政治都

可声称它是贤能政治③.
显然,贤能政治背后所隐匿的精英主义本质,不管是以何种思想与体制为基础,也不管它有着多

么高尚的道德诉求,其最终的客观社会效果都是不佳的.以精英主义为底色的贤能政治,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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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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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社会人群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的二元政治结构.在此治理结构之中,前者因其精英属性

而居于崇高地位,因此,理应“天然地”占有最优质的社会资源,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享有普罗大众

的膜拜.“而所有这些个从物质到精神的特殊待遇的获取,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至上理由———
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①.特权与偶像崇拜因此得以产生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因此我们说,贤能政治的主张,潜含着偶像崇拜的文化或思想基因,而对于政治偶像的崇拜或神

化,往往会低化整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智识水平和鉴别能力,形成对领导人人格崇拜的社会心理氛

围.而这种社会心理氛围,恰恰是贤能政治滑向集权的政治文化基础! 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氛

围之中,“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

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这种变化是如此之深刻,他可以

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②

而且,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精英主义以崇尚和树立政治权威或者政治威权为特征.在贤能政治

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思想威权往往是一体之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政治权威同时即是意识形态的至上

权威.即是说,在贤能政治体制下,“权力中心天然是真理的中心”,正如福柯所谓:国王即为“正义之

源”③.

四、权力的正当性及其制约:“贤能政治”不可逾越之障碍

讨论贤能政治,一个不能回避的深层问题,就是如何把控人性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按照契约论

者的主张,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和利己的,人的行为往往受到私性情感的支配,这是人性的不足.一

个显明的事实是,当着权力遭遇了人性,其公共价值取向总是存在被私性情感干扰的可能与空间,在
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巨大利益面前,人性的弱点往往会被无限制放大.这一人性观虽有所偏颇,却也

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政治实践的人性困局,这正是社会契约论赖以生成的人性基础.“爱情通常会被

野心取代,而野心却几乎没有被爱情取代过.一旦人们心中充满了那种激情,他就容不下竞争者

.对惯常得到、甚至惯常希望得到公众钦佩的那些人来说,其他一切愉快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

厌恶和失去魅力.”④

对于权力与人性的二元冲突,贝淡宁先生当然也有着清醒的认知.故而,他认为贤能政治的合

法性端赖于对于滥权者的限制.“所以,我觉得治理腐败是保证贤能政治在中国实施的合法性.现

在解决腐败问题,是让官员对腐败心生畏惧,觉得腐败的代价太大.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更需要

儒家的方式,即‘慎独’.但是这个过程很慢,可能二十年以后才会看到结果.我对现在中国的问题

不悲观,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用儒家思想引导官员也很重要,儒家有‘慎独’的思想,要让官员知

道,即使没有人管我,我内心也会约束自己不应该腐败.所以,我们应该需要多种手段去督促官员,
让他们不滥用权力.”⑤在这里,类似“慎独”这种主观性自我教育手段,被视为更为根本、更具持久性

的灵丹妙药.但令人不明就里的是,在兜了个“德治”大圈子之后,贝淡宁先生还是又回到了足令其

厌弃的民主与法治:“我认为可持续的政治尚贤制也要求拥有民主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用法治衡量

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⑥显然,在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

９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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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这一根本问题上,贤能政治主张无疑陷入困顿与焦虑的境地.其实,又何止是权力制约问

题,包括权力的来源、权力行使主体的认定,贤能政治无不面对许多严峻问题.
已如前述,在将公共权力赋予贤能之人去行使的看法上,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是取得共识的.

但是,贤能政治理论主张有四个关键问题,尚待严密的自足性论证和破解.否则,贤能政治主张就难

以在理论和实践上站稳脚跟,令人服膺.
第一个关键,谁是选贤任能的合法性主体? 其选择主体资格由谁赋予?
这是贤能政治最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如任剑涛所指,作为新贤能政治,选贤任能的选择主体

究竟属谁? 换言之,谁有资格来选你为贤,谁有资格来选你为能①? 亦如秦晖所谓,其道德评价的主

体究竟属谁②? 不破解这一困局,其理论主张就不能自成体系.
正如有论者所尖锐指出,从主观性理想来说,没有任何政权不主张用贤能来治国.但在客观上,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手段能保证识别和产生贤能,更不能保证贤能永远不变质,不滥权.从逻辑推导

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贤能由谁来识别? 如果贤能由其他贤能识别,这显然会犯循环论证的错误,
作为识别者的贤能又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贤能由某些权威来识别,相信贤能政治的主张者也不敢承

认这些人具有识别贤能的公信力.如果贤能由大众来识别,那贤能政治与民主选举有何区别? 至于

客观上,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保证识别和产生贤能.贤能如何产生? 是任命还是选举? 如果是任命,
这同样陷入“贤能由谁来识别”的逻辑困境.如果是选举,那它与民主何异③? 总而言之一句话:新贤

能政治的逻辑起点何在?
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终极性问题.新贤能政治如果仍然不能切实地、令人信服地回答这

一终极性问题,也就会产生传统贤能政治所无解的治乱循环问题.
第二个关键,作为一种政体类型,新贤能政治需要回答的是,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何在? 换言

之,其程序正义何在?
我们知道,与贤能政治相比,民主政治在制度设计层面解决了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问题,也即程序正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仅就程序正义而言,所谓民主,即公民同意基础上的权力授受

关系,因而它是政治权力关系正当化的当然前提.为贝淡宁所诟病的“一人一票”制,不过是民主政

治在直接民主环节的一种制度形式,远非民主政治的全部,此外还包括一系列针对权力运行的制度

安排.
或曰,贤能政治并不存在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因为它通过选贤任能,由杰出人士进行高效

的社会治理,即以所取得的治理绩效自动获得了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这里,贤能之士的社

会治理是否一定取得预期绩效,亦在两可之间.即便如此,这一答案也只是回答了权力行使的合法

性问题———这一合法性须通过后续治理绩效来追认,而并未回答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疑问.因为,它
回避了权力来源的程序问题.质言之,贤能政治的最为致命的软肋,在于无力更无法从制度层面,解
决权力的获取这一根本性问题④.

第三个关键,新贤能政治中的贤能者是否需要制约? 如果需要,新贤能政治能够提供怎样的制

度化方案,一揽子解决之于政治权力的限制与监督这一难题? 换言之,其实质正义何在?
除却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贤能政治并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于权力运行过程的有

效监督与制约,贤能政治主张也无力提供一个自足性方案.“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讲“要加强民主

法制建设”,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鉴于权力绝对化的沉痛教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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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政学两界久已达成的共识,在既定的制度体系之中,传统贤能政治始终不能找到或者不愿

找到制约权力的法门.“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

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
但,我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

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①

那么,新贤能政治有何拿得出手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能够超越传统贤能政治,像民主政治那样,
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问题? 既往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寄望于“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

智识能力、社交能力和道德素质的政治领袖”②的贤能政治,所选拔出的政治领袖,出现决策失误甚至

错误的几率至少是５０％.我们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恒定的、靠得住的方式,来预防和杜绝这５０％的

几率的发生? 既往的贤能政治实践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尤其是,政治领袖轻用为全社会

所寄托的“权能”,进行盲目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所造成的失误、错误的周期性出现,迟滞社会发展的正

常进程,此时却不见“贤”字的踪迹.此一体制,也有可能试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由于在本

质上说,贤能政治之权力位阶远大于、远高于“制度的笼子”,所以,常见的政治景观和最终的结局,
“制度的笼子”常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更为常见的情形是,未加分置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政

治权威,并无内在意愿去建立限制自身权力的制度机制,任何机构或权力,天生都具有自我强化的本

能和冲动,却是一个铁律.恰如魏特夫所指出的:“虽然行政效率递减法则决定了金字塔式的管理机

构的下限,但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加强的趋势却决定了其顶端的性质.”③况且,既然贤能政治以“尚贤”
相夸耀,那么,“美德”便是约束权力外溢的不二法门,也就自然没有必要再去设置制度性约束体系

了.贤能政治主张者的回答,是拥权者的道德自戒,是“慎独”.其实,“人性”是否可靠,千百年来的

政治实践已经一再给出答案.只有当着政治权威从人格化向着制度化变移,才意味着政治权力被最

终驯服的开始.
第四个关键,新贤能政治能够通过何种制度安排,解决对于社会活动家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的

保护问题?
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一旦涉及政治理念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宽容与容忍的态度,甚至比自由更加

重要.原因在于,“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

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

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

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

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④.
何谓宽容? «大英百科全书»如此定义:“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

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⑤但不同于日常生活,就政治生活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态,不在

于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们是否拥有一颗宽容之心,而在于是否拥有一套机制,保护对立双方的互相容

忍的精神,尤其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贤能政治主张者也承认,贤能政治存在三大问题,即腐败问题、僵化问题与合法性问题.而对于

政治生活中异己者的政治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保护这一为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贤能政治

相关著述之中却遗憾地未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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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除却现代民主,其他人任何政治制度形式或政权组织形式,包括君主专制制、等级君

主制、贵族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封建共和制等等,都没能够制度化地解决“少数人”的政治权利甚至

基本人权保护这一重大问题,这就使得既往围绕权力的产生、运转和更替所进行的政治生活缺乏确

定性和可预见性.
就我们对于贤能政治主张的了解,不妨就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作出一番揣测,而这一方案显然与

其遏制腐败的方案相近似.“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

的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

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①其中,“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

制衡机制”两条,可资一用.但前者显然并非稳定性制度供给———既然是“工程”,便有其结束之“工
期”,而且类似“工程”的效果已经为无数实践所否定;后者虽属于典型的制度安排,但在民主不充分

的政治体制之下,政治运行无以形成完整的生态闭环系统,权力循环与制约体系存在自身无力弥补

的缺口,在此状态下,试图“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史地看,贤能政治本质上属于总体性权力.而所谓总体性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在总体上全方

位支配社会性资源,且内在地具有挣脱制度和法律约制的冲动.因此,特权、滥权所导致的权力腐败

总是防不胜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体制并非容忍权力腐败,它也同腐败行为作斗争,不过它

的缺陷,使它无力做到对于腐败现象的制度性预防.

五、“贤能政治”:未来出路与走向

已如前述,贤能政治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是道德精英主义的观念底色.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为其

精英主义实质所命定,贤能政治无疑是非现在时、更非将来时概念.甚而至于,它只是一种超现实主

义的设计.因为它在理论上对于执政者的精神和德行伦理的“洁癖”般要求,使得它天生不具备现实

可操作性,因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形式,它也不具备可推广性和普适性.而米塞斯先生早在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对于某种“以伦理代社会”的理念的批评,就像是对目下贤能政治主张者的有意言说:“有
些爱用思想的人不去寻求社会合作的一些法则,因为他们以为,人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组织

社会的.如果社会条件不符合改革者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的理想国无法实行,那就归咎于人的道德

不够.一些社会问题被当作伦理问题来考虑.他们认为,为着建造理想的社会,需要的是优秀的君

主与善良的公民.有了善良的人,任何理想国都能实现.”②

而且,正是基于精英主义考量,相对地,贤能政治主张就程度不同地存在轻视民众权利及相应的

主体价值实现的偏颇.功利地看,比起民主政治,由于贤能政治对于权力的集中掌控和因此所获取

的社会动员能力,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某种目标的达成,可能更具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
些目标的达成,往往是以社会成员自身权益的部分牺牲与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因此可以说,
在以达成现实目标为己任的“直接效率”上,贤能政治可能是占优的;但如果把涉及社会各领域所付

成本的“间接效率”考虑在内,恐另有答案.在这里,无疑就凸显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人类社会政治

文明发展演进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政治文明发展演进的终极目的是着眼于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眼前利益和功利价值的

最大化,是效率优先和直接有用性,是“有用之用”,即如贤能政治主张者所谓:“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

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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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①,那么,我们对于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大可不必吹毛求疵,而应采取鼓与呼的合作态度.
显然,贤能政治恰恰是着眼于精英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政治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而相对轻视社会大众的情感和精神追求.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观照一下与贤能政治相对应的现代民主,它是否也如贤能政治一般,只是一

种谋求功利价值最大化的社会政治治理工具.果如是,那我们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履,因为如果我们

认同民主政治的功利价值,那它的功利价值在效率上根本无法企及于贤能政治.比起贤能政治,它
的社会动员成本高昂,而且运行“效率”极为低下———只是就眼前的直接效率而不是长远的间接效率

而言.
如果说,贤能政治部分具有前现代性特征,当代民主政治则是现代性政治实践,恰好构成对于贤

能政治的时代性反动.只是,民主政治在当下社会实践中遭遇了挫折,因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

危机,但此种危机并不能构成我们笼而统之地诟病民主政治的理由.问题的实质在于,民主政治作

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制度形式,存在诸多实践版本.宏观地说,有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别.
中观地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民主空间体系,又有多样性的探索,如英式君主立宪版本、
美式两党制版本;中国道路、越南模式等等.所以,一种民主实践形式遭遇挫折,并不构成以带有前

现代色彩的贤能政治否定现代民主政治一般性实践的充分条件.即使西式民主整体性地遭遇前所

未有之危机,失去存在之根由,那么,取而代之的也应当是更具时代性的某种更新的政治生活组织

形式.
退一步说,即使是从“有用性”的层次来看,现代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民主和以

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

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②.如果说,“人类历史最珍贵的是实现了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那
么,这一伟绩显然不能全由贤能政治实现,民主政治贡献.当然,事实求是地说,在民主社会,不排除

权力腐败,但由于实现了社会政治资源的分域切割和对权力的制度化制约,使得权力腐败犹如“老鼠

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
如果说,最初的民主政治“以群众为统治者”,更多地注重公共治理的“人民公益”,以人民为主体

的“有用之用”,“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③,那么,经过人类文明对于民主之政治内涵的不断探索、
丰富和完善,民主已经脱胎换骨,升级改造,从单纯的政治治理方式和技术手段,升华为“文明社会的

基本价值”,内化为人们心灵深处的政治价值观,上升至“无用之用”的价值意义.“政治制度的目的

并不是选择领袖,而是权利与权力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即
是人民主权的保障”④.“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立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

生活方式”⑤,成为现代社会之公民的公共生活形态.既然民主是一种基本价值,一种政治目标,那
么,它就升格为一种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目的,人之为人的内在社会政治质性.以至于,没有民主,人
就不能从“物役”和相应的“人役”状态中摆脱出来,而走向自觉自为的状态,成为自我精神的主宰,人
的社会属性就不能言称完整,而是与仅仅满足于物欲追求的经济动物无异.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

意义上,民主不仅是实现社会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而且,它本身即是社会正义与政治正义的

表现形式,因为,它制度化地赋予了每一个公民以政治主体资格及地位,使其可以自由地行使法定政

治权利,从而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就此公民主体地位与精神性权利而言,贤能政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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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无法全部予以满足的,它的出发点或者说理想目标,主要在于当下社会治理及其效率.
由此可见,抛开具体制度模式,就普遍意义而言,民主作为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社会的基本

价值,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或许,在一定国别的一定阶段,作为一种功利性治理手段,贤能政治

在功效上具有超越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但随着文明进程的推演,以及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内容的公

民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一“地方性知识”,终将显示出自己的局限性.
作为中国人的智慧性贡献,超越“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和愿景的提出,无

疑极富远见.既然是“命运共同体”,它就应该是基于人类价值诉求的有机整体,否则,就谈不上所谓

“共同体”.此一命题隐含一个亟待破解的紧迫性问题,即人类价值的主要构成成分究竟是什么? 这

无疑需要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入手,展开筛选与提炼.因此,如果我们不研究世界主要文

明,尤其是世界主要政治文明形态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与中华文明及其实践之间的互

动关系,进而通过比较鉴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共同文明基础,而是如贤能政治主张那般,一味执拗于中国

传统这一“地方性知识”,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显然,对于贤能政治及其未来走向,也应当置于人类文明演变与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予以研判,

置于人类文明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时空格局予以定位,如此才可得出更加准确的前瞻性结论.而这个

历时性与共时性时空格局,并非我们所习见的自然性时空格局,而是一种标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

制度性时空格局与文明性时空格局.从这个角度我们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贤能政治的未来命运,取
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在本文写作提纲的拟定过程中,王学典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李梅、邹晓东二位同事

亦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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